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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主导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比较，来探索中国本土营销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当前营销研究所采用的主导研究范式是实证研究范式，基于数据调查与分析，试图运用计量模型来揭示营销现象中的变量关系；而人类学研究范式则关注营销现象中的各种“田野”，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采用多元的思路来阐释其中蕴含的意义。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点与缺点，但从与中国文化的对接角度来看，至少在本土研究的初期，中国营销学人应借鉴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尤其是人文主义范式，深植在丰富的本土营销实践沃土中去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由此扎实推进中国本土营销科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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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ndigenous Chinese marketing research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marketing’s dominant research paradigm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At present, the dominant research paradigm in marketing research is the positivistic one, which uses an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dat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reveal the variable relationship in marketing phenomena. However,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focuses on various "fields" in marketing phenomena, and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contained in it from multiple views. These two kinds of paradigms have their own pros and c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ocking with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arketing researchers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paradigm of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the humanism model, at leas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indigenous study, deeply take root in the fertile na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to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indigenous market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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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本土营销研究的兴起与面临的挑战

以1979年暨南大学在国内首开市场营销学课程为开端[1]，中国营销学从无到有，在完成了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3个阶段任务之后，开始面对如何完成营销理论本土化的重大挑战[2]。应该承认，中国营销研究在见证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参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的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获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营销理论本土化的步伐加快[3]，标题中带有“中国”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加，但却鲜有真正本土意义的研究成果。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本土问题意识。思想上对西方的仰视，使得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主题上未能从日益丰富的本土营销实践中挖掘问题进行研究，反而在全盘接受西方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采取了紧跟西方的研究策略[4-5]，不仅未能完成对西方营销理论的本土性吸收，更缺乏从实践出发的问题意识[6]，导致中国的营销理论创新未能实现与国情的有效整合。第二是缺乏多元的方法。一直以来，中国营销学界在方法上完全沿袭西方，可谓是身陷西方实证研究的牢笼而不自醒。实证研究偏重将问题还原为多个假设，同时运用计量模式进行验证以构建理论模型，这种基于还原论的范式一直被视为促进社会科学真正科学化的重要工具[7]。然而，人们对于实证研究能否被用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一直存有质疑。1982年Holbrook等[8]在研究消费者的享乐消费时，发现实证研究方法难以正确分析消费者的某些行为。费孝通[9]指出: 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理”“心”和“性”等。经济史学家波兰尼[10]则认为“只要有一个反面的证据就可以反驳一条普遍法则，这是正确的，但是经验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显而易见的反常。没有什么精确的规则能告诉我们那些显而易见的反常是否就是事实上的反例。因此，科学陈述的证伪和它的证实一样都不能严格地建立。证实和证伪在程序的形式上都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即使在自然科学界，实证研究范式也同样遭遇到严峻的挑战。早在1906年，物理学家迪昂[11]就提出，科学家只能使整个假设群接受检验，而无法使一个独立的假设接受检验。由此可知，实证主义范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存在着缺陷。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独有的文化与特质，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与转型以及企业层出不穷的营销创新都为营销研究提供了独有的本土化情境。然而，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西方营销理论与方法，并不能直接迁移到中国的实践情境中，更是难以促进应有的本土理论创新。显然，要想有力地推进中国的本土营销研究，必须结合中国文化的精髓，直面丰富的营销实践来寻找中国本土营销理论的建构路径，同时更需要借鉴与汲取西方科学的各种成熟方法。人类学是最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理论领域，也是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融合一体的知识领域，其多元的研究范式与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对其他社会学科，尤其是营销学科有着极为正向的影响。借鉴与应用人类学之研究范式，能够帮助我们稳固地建立营销学中国化的基础框架，尤其是在本土化研究的初期，运用人类学偏爱的定性研究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特质，更有利于形成可能被西方学术界认同的科学规范的中国营销理论。本文将基于推动中国营销理论本土化的需求，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研究范式之差异，提出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接中国文化来推进中国本土营销理论创新的建议。

2  两个研究范式的概述

2.1  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概述

所谓范式是指一种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的框架[12]。范式可被理解为一个科学学派或学科的哲学框架或理论框架，系数地阐述其核心假设、理论与定律，具体来说就是某个科学理论解决问题的一套思想观念、方法论和工具[13-14]。

以定量研究为主流的营销研究，其主导研究范式是在管理学领域乃至西方学术领域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实证主义范式。作为实证主义范式背后的哲学流派，实证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孔德、穆勒与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以马赫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以及由维也纳学派创立的逻辑实证主义3个阶段[15]，形成了以“可证实性”为理论基础的一套科学思维。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科学的知识则源于人对客观世界感知所形成的经验。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分析与测量现实世界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来发现客观规律并据此预测现实的行为[16]11-12，这就是“提出命题—证实命题”的过程。为验证变量之间的命题（因果）关系，实证主义提出了以下3个前提条件：（1）命题假设的因与果必须存在某种联系；（2）它们之间存在时间顺序的差异，因必须先于果而发生；（3）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恒定存在的，在果出现时必须伴随因的存在[17]。而定量方法则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具体化的直接产物[18]，它采用基于归纳法的“假设—演绎”模式来创建与检验理论运用，不仅为实践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 而且提供了一套可以操作的“实证—实验”研究程序。

要注意的是对命题的证实，意味着人们要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科学知识体系对世界的描述是否正确。美国哲学家奎因认为：“我们经验的材料不能被用来检验单独提出的科学论断。它们只能被当作一个整体的我们的科学假设的全部体系。这个概念被看成为认识的整体论的概念。”[19]。亨普耳[20]沿用了奎因的观点，提出了整体观意义理论，认为涉及命题的假设背后都有一整套附加假设，惟有这一大套前提体系被验证，才能说命题得到了确证。

2.2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概述

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学科，人类学有着众多理论分支，却不像管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受制于统一的研究范式[21]。 何星亮[22]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分为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两类，这一分类与学术界将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点恰好对应[23]1。

综观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思想均可追溯到人类学的萌芽阶段。科学研究范式包含实证研究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实证研究范式的特点前面已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结构主义学者往往将文化分解为不同的结构，运用结构分析法来对混乱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由此发现其中起制约作用的秩序。这种秩序即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它们不能从现实社会中被直接观察到，需要人类学家通过建立概念化的模式才能认识[24]。此一通过建立模式来理解社会结构的全部过程，就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方法。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无疑是人类学内生的重要范式。从一诞生，对人主体地位的探索就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人文主义范式逐渐兴起并成为人类学的主导范式之一，则是19世纪末以来与实证主义思潮背道而驰的反实证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滥觞的结果。对应于演变中出现的多种思潮，人文主义出现了现象学范式、阐释学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等多个研究范式[25]17-21，并在人类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文主义范式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本质完全不同的存在，不可能遵循自然规律[26]5,[27]57-59。自然科学研究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应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解释”；而人类学家面对的是人与人或社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28]，因此要依赖互动与沟通来获得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26]19-20。由于价值往往因不同人群与社会而产生差异，所以人文主义范式主张社会科学应当采取针对个案特例的“个体论”[25]17。具体来说，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拒绝把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归结为观察、实验、逻辑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主张以“整体观”和相互联系的观点进行考察和探讨问题[22]；与此对应，人文主义范式主张应采取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以洞察、把握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23]5-6。
3   两类范式的比较

Guba[29]提出范式是基于一套价值观或信念之上的，由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构成的解释网络。下面就从这3个层面来对两类范式展开比较。
3.1  认识论上的差异

所谓认识论是指该理论认识世界的方式[25]13-14。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首先，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有统一规律的，这些规律适用于任何情景、任何文化之中，也就是说具有普适性的意义[30]51。其次，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始于观察，凡是可以观察的现象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孔德[16]9-10认为真实的知识仅仅且只能来源于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实证主义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获得知识[31-32]；强调知识仅仅也只能来自于人类的感官观察或实验所得出的经验[33]，这种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或现象主义[30]52。最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客观的科学研究应将研究者自己的观点剔除，并抛弃一切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16]6-10，用价值中立的思维去区分事实与价值，由此发现世界的真理。
人类学的认识论则是多元的。人类学的科学研究范式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是类同的，而人作为纯粹的生物，当然也受制于自然的规律，应借鉴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来进行研究。此外，该范式还认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主客体的关系是相互独立与隔绝的平行，主体只能观察客体的行为，而不能参与到客体的活动过程中，同时把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看作是机械的、直线的过程[34-35]。该范式主张将现象切割成碎片去分析事物，通过观察与体验加以深刻理解，由此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然而分析与切割仅能让我们理解部分，但却无法获得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感知，只能被理性所控制。

人类学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采取反实证论的观点，认为世界并没有一定的规律[25]17。人文主义范式认为人和自然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28]，这一思想显然源自启蒙时期盛行的新康德主义。狄尔泰[36]与李凯尔特[37]20-22均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称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存在本质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的物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发生的是单方面的主体认知和解释对象的关系；但社会科学涉及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和人的历史，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与相互理解。王邵励[38]指出，人类学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文化知识，反而依赖学者的主观创造，人类学需要在研究对象之客观性与认识者之主观阐释能力之间寻求契合点，他们不可能在文化分析中以“直觉性的移情”或“冷静的外部观察”来再现客观实在。而胡塞尔[27]91反对唯科学主义，但不反对科学，他认为“这个对我存在的世界不只是纯事物世界，而且也是价值世界、善的世界和实践的世界。”这种世界难以用一般通则性的规律来描述，而只能诉求于个人的“还原”。在批判理论学者中，Habermas[39]、福柯[40]与霍耐特[41]100-101并不认同科学主义的规律性描述，都认为所谓的世界是嵌入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的，或者说是嵌入到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主体之间的相互压榨、相互理解沟通与承认规范了这种复杂的关系。因此，需要在考虑人的价值观的前提下，从环境与关系中去寻找人的解放和发展。

3.2  本体论上的差异

3.2.1  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所采用的本体论

早期实证主义的3位代表人物所采用的本体论存在着差异：孔德理论的本体论是“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认为经由人类感知的外在世界才是人类可以理解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25]8,18；其本质是经验的实在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42]。具体来说，孔德是个唯实论者，主张作为个体的人是社会整体的产物[33]。孔德认为“人类是一个有机体，拥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则，个体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离开了其思想和生活的有机体就毫无意义”[43-44]。显然，孔德采取的是整体论。与孔德不同，穆勒与斯宾塞主张的本体论是唯名论[33]。唯名论者认为，社会虽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其真正的性质体现在个人身上，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存在物[45]；他们并不把世界当作是由统一规律支配的有联系的统一整体，反而认定世界中只存在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认为所谓社会的本体论上的价值惟有在分割为个体的基础上才能呈现[25]16,[33]。穆勒认为“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46]。也就是说，一个整体抽象概念需要被分割到个体与部分层面才能深入研究。显然，穆勒与斯宾塞秉持的是反整体论的还原论。
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47]主张抛弃形而上学的先验论，奉行彻底的经验论。他试图弥合物质世界、生物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界限，提出了要素一元论。他在《认识与谬误》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天生的感官之感知 ,将无疑依然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基本要素。”由此马赫[48]将物质世界的“物体”与心理世界的“自我”看作是类同的一种东西——要素，并主张将世界在分割成“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建立起“统一的科学”。显然，尽管马赫很排斥本体论的讲法，但他所采取的本体论依旧是素朴实在论，即认为整体的科学概念是由要素相互结合与相互依存形成的有机整体[49]。

逻辑实证主义采取的本体论依旧是素朴实在论[15,50]。当然，逻辑实证主义经历了从现象主义向物理主义的演变[18]，但更多体现为物理主义。物理主义承认自我感知的经验作为知识来源的基础角色，但强调只有能用客观的物理语言表达出来的“共有经验”才能形成知识[18]。卡尔纳普[51]指出，世界有两种实在问题——经验的或构造的实在问题和形而上学的实在问题，认为“在实际科学中出现的唯一的实在概念，我们称之为‘经验的实在概念’，把一座在地理上可以确定的山和一座传说的或梦想的山，或者把一种亲身感受的情感和一种矫饰的情感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经验的实在概念。只有关于这种经验的实在意义上的实在问题才能用可构造的概念加以表述，只有这种实在问题才能在构造系统内提出和讨论”。而每个实在的对象都属于一个广大的具有规律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所谓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精神世界）。逻辑实证主义推崇可证实性原则，主张用意义标准来决定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问题[15]。一个命题或理论，如果能在经验中找到根据，那么它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与形而上学的[52]。
3.2.2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所秉持的本体论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有科学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两种。其中科学研究范式可分为实证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人类学理论中的实证主义范式同样认为个人经验所感知的外在世界是所谓的客观实在，其本体论是素朴实在论，但不同的流派对其的界定则有差异：进化学派认为客观实在就是心性一致的人类所创造的导向惟一目标的文化实在，不同的文化仅存在阶段上的差异[53]；传播学派认为客观实在就是有着单一源头或者多元起源的文化世界[54]29-34；历史学派则认为客观实在是由“社会生活想象的总和”所“构拟”的人类文化史[55-56]；社会学派认为客观实在是由“集体意识”形成的“社会事实”[57]。而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本体是从客观的外在现象到抽象的内在结构所反映的、可被观察到的一切事实，其本体论是间接实在论[25]18-20。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与文化由一系列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社会建构或结构要素构成，而这些结构是一种真实的存在[58]。也就是说，人们仅能从观察外在现象的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化的结构要素，由此来构建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9]。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属于一种整体论，既反对还原论，又反对历史主义[58]。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所秉持的本体论是多样的。现象学与阐释学采取的本体论是唯名论。现象学的鼻祖胡塞尔[27]89-92认为人无法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惟有“先验的自我意识”或“纯粹意识”才能反映客观世界。而客观世界乃是“一种交互主体的和在观念上始终和谐地得以实现并得以持续下去的经验”的观念相关物，“一种交互主体地共同体化的经验”的观念相关物[60]。阐释人类学的重要学者格尔茨[26]31-39主张，要用“深描”来分析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解释与把握文化的意义。而把握文化的出发点是“本土观点”，也就是说研究者从本土文化的持有者的角度，并根据自身的经验来揭示文化特质与文化规律。海德格尔认为阐释学“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 (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 [61]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而这种存在本质上又是与“他人”“共在”的[62]。

批判理论的学者主张“历史实在论”，认为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实在”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以及性别价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种“虚拟的实在”[25]20-21。Habermas[63]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建构出来的社会，是客观世界、社会规范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视域，交往行动总是在它们的生活世界的视域内行动。霍耐特[41]100认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主体间性的互动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接受者时，只有确立这样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时，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才会服从相互承认的律令。福柯[64]主张每个社会都处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均是独立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策略关系的连结体。霍克海默[65]认为历史的运动在于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人借助这些结构形式与其当时的环境世界发生关系，这些结构形式决定了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的主观属性和客观属性。
3.3   方法论上的差异

3.3.1 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采用的研究方法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营销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是实证主义范式，它对于方法论有一套独特的约定。首先，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寻求客观规律的方法与程序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其次，实证主义认为应以化约主义（analytical reductionism）为基础来分析现实中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要通过分割、观察与测量获取有关观察对象或关系的大量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以构建可能的因果关系。因此，通常实证主义(研究)就等于定量研究[66]。最后，学术研究的操作采取的是“理论基础构建—提出假设—数据分析—假设验证”模式，而定性研究只是建立实证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实证主义范式主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31,67]，用价值中立的方法去获得可被经验验证的客观知识[31]。
3.3.2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采用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拥有多元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传统与非传统的研究方法。其中传统研究方法有定量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田野调查等；非传统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法、现象学研究方法与阐释人类学的方法等。
在传统研究方法中，对定量分析这一实证分析方法，前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文化/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人类学中一种重要的传统研究方法。哈维兰[68]曾指出，“理想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应该产生于广泛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人类学者运用这一方法对不同地方或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试图探求不同文化的共同点，提出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性解释，并持续地考察世界各地实例来检验他们提出的规律能否广泛运用于全世界。这一研究方法被运用于文学比较研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主要通过对人类创造的本文，如诗歌、小说、雕刻与绘画等进行分析，来窥探其中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69]。
田野调查法也称为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价值”[70]，它是人类学最具特色与影响较大的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者亲身从事的长期性的调查和体会工作，田野调查意味着为了解人类的行为，研究者经年累月地住在被研究对象所在的社区，从语言、思想感情与行为上都主动参与到不同的文化之中，与被研究者建立社会关系并维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观察、记录对方的各种日常活动，了解他们的基本信仰、习惯、期望与行为，并有系统地做成资料记录，最后据此来提出相关的研究成果。显然，前期的文献阅读与分析工作必不可少。一般说来，在特定地区内从事社会文化现象的田野调查，通常还要进行历时态的、同时态的和社区内外关系的分析研究[54]79。田野调查所产生的文本记录被称为涉及文化体系及其对应成员的民族志[71]。田野调查法应注意主位与客位研究角度的交叉，并且避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来误导研究工作。

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学无论是采用科学研究范式还是人文主义研究范式，都同样重视跨文化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只不过采用科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家试图用这两种方法来建立有关人类发展与文化演变的一般规律；而人文主义范式则主张人类学家运用同样的方法去发现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巩固对文化相对性的认同。要注意的是，受后实证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两种方法目前在操作上都有了较大的不同，如当前的田野调查方法，要求研究者以更为主动的角色参与到被研究者的文化活动之中，并以自我的感知影响或丰富着对田野材料的分析，由此通过多角度的、多方向的主客互动完成田野调查工作[72]。
非传统研究方法奉行的是人文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提出社会科学应当采取针对个案特例的“个体论”[25]17，主张应采取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以洞察、把握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23]5-6。人文主义范式认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难以区分，研究人的学科必然涉及价值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然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37]21-22。
在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比较常用的是文本分析法。它是指按某一研究课题的需要，对一系列相关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从中提炼出评述性说明的研究方法[73]。文本分析法深受阐释学、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等理论研究方法的启发，多通过个案研究来开展相应的探索，具体方法有符号学分析法、叙事学研究法、解构主义法与文本社会学方法等。其中，符号学分析法，通过文本来对符号的形式、符号所指涉的对象以及人们对符号意义的解释进行分析[26]13-19；叙事学分析法，则通过故事分析、叙述视角分析与人物的话语分析来实施具体的研究[74]。解构主义法的具体做法是从文本的边缘入手，通过对词语的解构来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75]；文本社会学方法是将结构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的分析方法[76]。

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由胡塞尔[27]59提出，他主张社会科学应将重点放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上，也就是放在人的主体性作用上，提出科学一开始就“拒绝吸收任何经验科学的认知结果”，而应借助“悬置”与解释来挖掘“生活世界”的本质。所谓“悬置”（“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要从自然科学的认识还原到思维的直观认识，从超越的认识还原到内在的认识，亦即还原到纯粹的主体性上去[77]。
阐释人类学与批判理论都采用阐释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25]17, [26]5。阐释人类学认为，人的认知与行为会受到自己的主观意图与动机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必然涉及社会行为者的主观世界，需要运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投入的理解”[26]15-19，也就是说要依赖互动与沟通来获得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26]31-36，其实质是在“阐释上的理解”[78]。在阐释人类学中，田野调查方法采用的是“特质—深描—理解—阐释”这一研究路径[79-80]。其中的深描，即深度描写，具体是指面对文化特质，通过逐层剖析、意义询问，从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知识集，并进行因果网状串联，由此形成有关这一文化的知识想象，进而推断这种活动的文化意义[80]。在批判理论中，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科学虽然也追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律”，但这种因果律是“命运的因果”，它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25]324。而命运的因果要通过某种权力关系、社会规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来维系。
4  中国营销本土化研究的发展路径

中国营销研究的本土化路向，无疑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作为有着5 000多年文明史的古国，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塑造出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理图像与文化品格，还演变成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传基因, 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经济、法制、精神等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心理和行为。可以说传统文化，不仅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更是影响包括营销科学等社会科学发展与建构的内生变量[81]。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众多的特征之中，而这些特征早在商朝就已经基本定型[82]。第一个特征是中国文化对根的崇拜。根就是祖先，其背后即血缘。中国人出于对祖先与血缘的崇拜，喜欢以家庭为核心来搭建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塑造个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差序格局[83]，这一结构的运作可基于人的缘圈关系从个人、组织与国家3个层次来阐释[84]。在个人层面，中国人是用血缘的远近来区隔与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将自己身边的人分为家人、熟人与陌生人等缘圈，并赋予不同的信任感与交易风险。在组织层面，中国人往往用拟家庭关系来组建核心组织层，通过各种缘圈来延伸组织控制力，由此建立尊卑分明、责任模糊的金字塔架构。中国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依旧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的，信任成了巩固关系的宝贵资源与平台。在社会层面，中国人用外儒内法与权威主义来建构政治秩序与各种制度[85]，用仁义道德与礼仪来规范官员与个人的行为，用天下大同、家国同构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由此实现政通人和。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哲学的整体观。中国人的哲学观是整体观而非西方的个人观，偏好从整体上与宏观上看问题，并将个体看作是构成整体的要素且要服从于整体的利益[86]。其认识论往往是笼统的、直觉的、模糊的。由于缺乏清晰具体的认识论的分析路向，运用中国的整体观常常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可言喻本体论”占据主导作用，即学者多从意会知识推理出未经验证的实践知识[87]。第三个特征是中国人对伦理的重视。中国人的道德源于对血缘伦理的关注，因此中国人常用家庭伦理来判断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是非与处理社会关系中的矛盾。

很显然，营销学的主流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不仅有着固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研究方法也偏重单一的定量分析，最为重要的是其真正的本体论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孔德的素朴实在论，而是唯名论。众多周知，美国学术界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圣地，他们所推崇的是穆勒与斯宾塞等人的以还原论为特征的实证研究范式[33]，其原因是这一范式对个人利益的绝对尊崇与对社会整体观的蔑视，直接与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相吻合。而与营销学主流研究范式相比，人类学不仅有着悠久的实证主义范式运用传统，在操作上多采纳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偏爱注重于主客互动、接受价值涉入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常常以整体观来审视人与社会或文化的关系。此外还拥有多元的研究方法。由此可以判断，与营销学的主流范式相比，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契合。

鉴于以上判断，我们可借鉴人类学研究范式来寻求中国营销研究的本土化发展路径。首先，应借鉴人类学文化多元的思想，在文化梳理、比较与挖掘的基础上推进营销研究本土化。在人类学领域，文化相对主义历来是主导的研究思想，跨文化研究也被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88]。尽管对异域文化的偏见无法消除，但所有的人类学分支，都小心地提醒研究者要避免掉入“西方文化优越”，甚至“文化沙文主义”的窠臼。与此类似，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与包容并蓄，重视多元主义。人类学文化多元的思路无疑可帮助中国学人通过文化比较的方法，深挖中国文化的独特要素之现代化涵义，并在丰富的实践中发掘其营销价值与具体化的营销运作，这样有助于利用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来推进营销学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例如以己为核心的关系建构导致中国人的营销活动多数是从熟人圈内的传播开始的，对这种己群思想及其营销意义运用多学科的思路进行跨文化研究，有利于深入地掌控中国人消费活动的真意。

其次，应借鉴人类学对整体观的分析与运用，来构建可被世界所接受的中国营销理论基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无疑是不少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出发点，这与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相当接近，而人类学研究清晰的整体认识论无疑有益于中国学者在借鉴的基础上破解中国整体论的模糊与不可言喻的重大缺陷，发现营销学本土化的科学路径。例如，借鉴格尔茨的“特质—深描—理解—阐释”研究路径中蕴含的“剖析—理解—整体重构”认识论，对“和谐”这一中国传统的核心文化结构进行多层次的剖析，有助于重新构建对其的整体性认知，由此才能对基于“和”的企业营销策略进行研究。

最后，应借鉴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实效推进营销本土化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工作。多元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多种方法的混合使用被认为是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推力[89]。而以田野调查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更能帮助中国学人从繁杂多样的文化宝库中找到重要的文化结构进行探讨，从中建立营销科学得以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例如对玉璧信仰与祖灵信仰及其文化意义的田野调查利于构建基于根崇拜的消费行为理论[90-91]，再如在非规则经济的场景中来实施中国乡镇企业的营销活动之田野调查无疑是营销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92]；而将田野调查法与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结合更能促进中国营销本土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为推进中国营销的本土化进程奠定稳固的基石。

5  结论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试图在将营销学主导研究范式与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来探索中国本土营销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营销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推崇以穆勒的还原论为基础的分析路向，假设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客观的，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发现能为不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所表述的客观规律[16]10，其所采用的方法是“理论构建—假设提出—数据分析—假设验证”的定量分析方法。而多元的人类学研究范式除了科学研究范式之外，还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假设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是不同的，学者需要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与影响过程中来认知与理解社会与文化[22]。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含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实证研究等多元的组合。与实证研究范式相比，偏爱整体性的人类学研究范式与强调文化包容的中国文化更加相契，更适合于推动中国营销研究本土化的进程。未来的营销学科中国本土化研究应深植在丰富的营销实践沃土中，借鉴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有益成分，运用基于田野的质性调查来剖析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基因，破除中国原有整体观之弊端，并整合多元的研究方法来推动相关研究，以构建直面中国问题的营销本土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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